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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，碳减排治理需要综合考量碳排放效率。运用 Undesired-super efficiency 

SBM 模型与 Malmquist指数模型对 2010—2019年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，在此基础上，运用固

定效应分析影响该省碳排放效率的因素。结果表明：(1)浙江省碳排放效率受规模效率制约，空间上具有分异性且固

化效应明显。(2)浙江碳排放冗余量大、减排潜力高，可减排规模、相对减排潜力与碳排放纯技术效率呈反向变化。

(3)浙江省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、对外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，与要素禀赋、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

呈负相关关系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影响最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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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年，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达成全球碳减排协议，我国明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，努力争取

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。削减碳排放的关键是提高碳排放效率，实现既承担全球环境责任，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。在经济新常

态下，加快经济增长与碳排放“脱钩”，有助于实现优化能源等资源配置，增加经济发展新动能。碳排放测算主要采用《IPCC国

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》的算法，碳排放效率测算与评估模型主要包括随机前沿分析
[1,2]

、ZSG—DEA 模型
[3,4]

、三阶段 DEA 模型
[5]
、

SBM—DEA 模型[6]、社会网络分析（SNA)[7]、Malmquist 指数法[8]等。在此基础上，研究影响碳排放效率因素，验证了区域产业结

构、能源结构、科技水平、环保政策与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相关性[9,10]，城市化水平[11]与自然资源丰度[12]也是重要影响因素。从

地区公平角度考量，历史排放责任和地区转移责任[13]也应纳入划定排放量中。我国碳排放效率呈现空间非均衡格局[14]，在此基础

上，划定优先度[15]，着重解决“高量低效”区域[16]。当前研究多基于减少碳排放量视角或提高碳排放效率视角，而对于碳减排量

—碳排放效率纳入统一框架的研究很少。本文运用 SBM—DEA模型计算碳排放效率和可减排规模，深入探讨碳减排效率与公平关

系，在总量控制下达成碳减排目标，为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，同时实现空间效率与公平的统一。 

浙江省作为我国沿海开放经济的先行区，政府长期坚持发展低碳经济。关于浙江省的碳排放及碳排放效率研究也较多，主要

包括碳排放空间分布格局[17]、碳排放效率测度[6,18]、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[19]、影响因素探究[20]。其中，碳排放效率集中于浙

江省在长三角中的比较。DEA模型受决策单元影响大，以浙江省为研究单元可更准确地反映省级行政区内碳排放效率差异。“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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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五”期间，浙江省碳减排治理进入改革深水阶段，如何高效进行碳排放治理成为关注的热点。本文运用 SBM—DEA模型，以浙

江省 11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单元，对 2010—2019 年浙江省碳排放效率时空变化进行了测度及成因分析，廓清浙江省碳减排的发

展规律，为进一步探究省域碳排放治理，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。 

1 研究方法 

1.1SBM模型 

数据包络分析（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,DEA）是对具有多项投入、多项产出指标的复杂决策单元进行线性规划，是一

种非参数评估方法
[21]

。Tone
[22]
提出了非径向且基于松弛变量的超效率 DEA模型（Slacks-Based Measure,SBM），该模型直接将松

弛变量加入目标函数，其结果可以在实际利润的最大化基础上展现效益比例结构优化，以较好地区分不同决策单元的效率，评价

非期望产出下的生产部门效率。通过 SBM模型可测算出生产部门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，综合两者可得到综合技术效率，即为

碳排放效率。模型假设有 n个决策单元，每个决策单元由投入 m、期望产出 r1和非期望产出 r2构成，则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

率 SBM模型为： 

 

式中，ρ*为目标碳排放效率值；x、 分别为投入、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；向量 、yd和 yu分别为投入松弛量、期

望的产出松弛量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量。 

1.2 Malmquist指数模型 

本文采用 RolfFare等提出的 Malmquist生产指数[23]测算浙江省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动态变化，该指数方法可以分析出各区域

生产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。其中，技术效率指数反映管理方法、管理结构的优劣和决策的正确与否等问题，而技术进步指数表

征节能减排技术进步。计算公式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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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，Dt(xt,yt）、Dt+1(xt,yt）表示以 t年技术水平为参考，t和 t+1年决策单元的距离函数。 

1.3面板数据模型 

面板数据（Panel data）模型可以反映变量在截面上和时间上的变化规律及其特征
[24]
。式（3）为面板回归模型，式（4）为

面板回归的 LLC检验，计算公式为： 

 

式中，i=1,2，…，N表示浙江省地区城市；t=1,2，…，t表示时间，2010—2019年时间跨度是 10年；xit表示 t年的 i城

市因变量。非观测效应 αi与误差项 vit相关。同时， 。其中， 表示均值截距项，即该项相同时间不同成员的截面；

α*表示截面个体成员截距项，为成员的截距对整体截距的偏离； 表示外生变量。|ρi|<1，则序列 yit是弱平稳序列；|ρi|=1，

则序列 yit包括 1个单位根。 

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

2.1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

碳排放效率研究中投入变量一般包括能源消耗、资本和劳动力，产出变量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期望产出，碳排放量为非期

望产出[25,26,27]。具体为：(1)能源消耗量。能源消耗量是将原化石能源按照标准系数折算成标准煤[19,28]。(2)劳动力。劳动力投入

以全社会就业人数代替。(3)资本存量。采用永续盘存法（PIM)[29]，按不变价格计算浙江省各个地级市的资本存量，计算公式为：

Kit=Kit-1(1-σit)+Iit。式中，Kit为第 i省第 t年的资本存量；σit为经济折旧率；Iit为第 i省第 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。固定资

产的经济折旧率选取为 0.096[30]。(4)GDP。国内生产总值以 2010 年为基期进行物价指数平整，获得实际的 GDP 值。(5)碳排放

量。其计算公式为：C=∑AiBi。式中，C 为碳排放总量；Ai 为各种能源消费量；Bi 为能源的碳排放系数。其中，碳排放系数取

2.499tCO2/tce
[31]。 

2.2影响因素指标 

基于已有的文献[32,33,34]，本文结合浙江省的发展实际情况，综合考虑碳排放效率的经济、社会、技术、政策等因素，解释变

量选取能源结构（ES）、经济发展水平（EDL）、城市化水平（UD）、产业结构（IS）、要素禀赋（CL）、技术水平（TL）、对外开放

度（OP）等。解释变量表征为：(1)能源结构。根据《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》，原煤、洗精煤、焦炭、液化石油气、天然

气、原油、汽油、煤油、柴油、油燃料等化石能源对应的碳排放量是不同的，采用原煤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表征能源结

构。通常，原煤消费量比重越高，碳排放越多，能源的利用水平越低。(2)经济发展水平。经济活动需要能源支撑，经济发展水

平与碳排放、碳排放效率具有很强的相关性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实际 GDP表示。(3)城市化水平。城市化整体提升了居

民的消费水平和基础设施利用，影响了碳排放及碳排放效率。一般城市化水平越高，碳排放量越大。城市化水平采用非农业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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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数比重与非农产值占 GDP的比重二者平均值来表征。(4)产业结构。产业结构调整影响能源利用量和能源利用结构，并进一步

影响碳排放水平。第三产业既反映了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，也有利降低碳排放，提高了碳排放效率，因此用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

重来表示产业结构。(5)要素禀赋。在全要素框架下，资本、劳动和能源之间具有约翰·希克斯的替代效应，要素组合、替代对

碳排放、碳排放效率具有影响。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，因此用第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来表征要素禀赋，即第二产业资本

量与从业人员比值（人均资本占有量）。(6)技术水平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科技进步可降低碳排放，提高碳排放效率。采用专利

授权数表征地区技术水平。(7)对外开放度。浙江省地处沿海开放前沿地带，对外开放度扩大了碳足迹，增加了碳排放，同时积

极引进新技术、新管理等，提高了碳排放效率。对外开放度一般用外贸依存度表征，即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的比重。 

2.3数据来源 

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1—2020年《浙江省统计年鉴》、浙江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各地级市统计公报。 

3 结果及分析 

3.1时间变化特征 

本文运用 Undesired-super efficiency SBM模型测算了 2010—2019年浙江省碳排放的综合技术效率、纯技术效率和规模

效率，结果发现三者均呈现下降的态势（图 1）。 

 

图 1 2010—2019年浙江省碳排放效率变化水平 

2010—2019年，浙江省碳排放综合技术效率、纯技术效率、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 0.646、0.855、0.795，碳排放综合技术

效率、纯技术效率、规模效率均没有达到生产前沿面。纯技术效率处于较高水平，碳排放综合技术效率主要取决于规模效率。

2010—2014年综合技术效率均值为 0.722，变化平缓，2014年后综合技术效率急剧下降，到 2019年综合技术效率为 0.519，与

生产前沿面差距很大。整体上，浙江省纯技术效率下降幅度较小，但在 2012—2013年和 2016—2017年出现明显的下降态势。规

模效率可划分为两个阶段，即 2010—2012年呈上升趋势，2013年—2019年呈下降趋势，说明在当前情况下，浙江省具有较大，

碳减排空间。2010—2019年，浙江省碳排放效率由 0.719降至 0.519，年均下降了 3.55%，能源、劳动力、资本投入等投入要素

呈现冗余状态，生产效率下降。2010—2019年，浙江省单位 GDP碳排放（碳排放强度）的降低较为明显，由 1.469t/万元下降至

0.895t/万元，年均下降了 5.35%，说明在走绿色发展之路，实现碳减排过程中，浙江省全要素生产效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。

因此，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必须把碳减排与提高碳排放效率有机统一起来。 

3.2空间分异特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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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碳排放效率存在着空间分异性。整体上，浙江省碳排放效率以杭州市为高值中心区，向外围不断降低，呈现环状分布

特征。具体特征为：(1)碳排放效率区域极化效应显著。2010—2019年，杭州市碳排放效率由 1.140上升至 1.314，年均增长了

1.59%，综合技术效率大于 1，处于技术前沿面，在全省排名第一；碳排放强度从 0.682t/万元降低到 0.197t/万元，实现了碳减

排与碳减排效率提升的“双赢”局面。2010—2019 年，衢州市碳排放效率由 0.31 下降至 0.304，碳排放强度由 2.505t/万元降

低到 1.246t/万元，综合技术效率始终低于 0.5，碳减排明显而碳排放效率略有下降，是浙江碳减排效率最低的地级市。(2)碳排

放效率大幅度下降，主要城市包括温州市、舟山市、金华市。以温州市为例，2010—2019年碳排放效率从 1.089降低到 0.421，

碳排放强度由 0.648t/万元降低到 0.452t/万元。该类城市的碳减排具有差异性，碳排放效率由超效率大幅度降低到低效率区。
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舟山市碳排放效率从 1.094 降低到 0.379，但碳排放强度从 0.513t/万元增加到 0.622t/万元，导致非期望

产出增加而碳排放效率降低，没有实现碳减排，说明碳减排影响了生产效率的命题需要综合考虑，进一步进行要素分析。(3)碳

排放效率缓慢下降，主要城市有绍兴市、丽水市、台州市。代表城市台州市，2010—2019年碳排放效率从 0.582降低到 0.431，

碳排放强度由 1.270t/万元降低到 0.771t/万元，碳减排明显，而碳排放效率具有一定的下降，规模效率大幅下降，与纯技术效

率水平差距增大，碳排放效率主要受到规模效率下降影响。(4)碳排放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且波动不大的城市主要有宁波市、嘉

兴市、湖州市，最典型的是宁波市。2019年宁波市碳排放量为 1.85亿 t，约占浙江省碳排放总量的 46.1%。2010—2019年，宁

波市碳排放效率由 0.503降低至 0.474，年均下降了 0.66%，属于小幅波动，而碳排放强度由 3.6t/万元降至 1.72t/万元，碳减

排明显。该类城市是浙江省碳减排重点地区。 

 

图 2 2010—2019年浙江省 11个地级市碳排放效率水平 

3.3碳排放 Malmquist指数空间分异 

本文利用 Malmquist模型计算技术效率指数、技术进步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（TFP指数）进一步测算了相邻年份间

碳排放的动态变化可见，2010—2019年浙江省 TFP指数皆小于 1，全要素生产率有待提升；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 2012—2013年、

2015—2016年、2016—2017年与 2017—2018年指数小于 1，表明这些时段技术效率下降；技术进步指数仅 2017—2018 年大于

1，其他年份均小于 1。总体上，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受技术进步指数制约，因此应大力发展低碳技术，运用技术创新来提高全

要素生产率。 

2010—2019 年浙江省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也具有很强的区域差异性。总体全要素生产效率指数大于 1 的城市有杭州、宁

波，这两座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持续改善。其中，杭州是管理水平、技术进步双改善；宁波属于管理水平高，技术进步水平没有实

现持续提高，但总体水平达到了持续改善。杭州市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效率、全要素生产率都大于 1，区域碳排放效率水平不

断加强。2010—2019年杭州市碳排放强度下降了 71.06%，区域新兴互联网经济发达、高新科技园区众多、产业轻型化。宁波市、

湖州市、丽水市、衢州市和台州市技术效率大于 1，区域碳排放的管理、决策水平持续进步，而技术进步指数小于 1，制约了全

要素生产率的提高。以宁波市为例，2010—2019年该市碳排放强度下降了 52.2%，但碳排放量却上涨了 21.7%，说明碳排放还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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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进入峰顶，碳减排对全要素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。这些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技术效率制约，发展重点是加强科技研

发投入，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改善当地生产技术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。嘉兴市、绍兴市、金华市和温州市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均小

于 1，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。温州市具有典型性，2010—2019年该市碳排放强度下降了 33.3%，碳排放增加了 58.5%。这

些城市的碳减排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负面影响比较显著。舟山市技术效率指数小于 1，而技术进步指数大于 1，全要素生产率受到

技术效率制约。2010—2019年，舟山市碳排放强度上涨了 17.1%，主要是由于舟山大力发展港口重化工业造成的，说明产业结构

对于碳排放、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影响。 

总体上，2010—2019年浙江省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均有所提高。该省技术效率平均值与生产前沿面相比提高了 0.2%，区

域内部各城长的增长速率差距缩小，表明 2010—2019年经济较为落后、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城市技术效率不断提高。同时，浙

江省的技术指数没有提高，说明技术进步指数的提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。 

3.4碳排放冗余量分析 

根据刘文君、刘秀春[35]的研究，本文设置了 3个碳减排指标：(1)可减排规模。区域碳排放的冗余量绝对值是指在产出指标

一定时，相对于现有技术水平的最合理投入指标下可降低的碳排放量。(2)相对减排潜力。区域碳排放冗余量（可减排规模）与

排放量的比值表示在现有碳排放规模下降低碳排放的潜力。(3)减排重要性。区域可减规模与可减排总量比值体现了区域在完成

全省碳减排任务中的重要性。为了推进碳排放交易实践，本文再设置了两个指标：(1)平均承担碳排放量。按照绝对公平的角度，

2010—2019年浙江省碳排放总量均值为 37649t，其中可减排规模 12732万 t，平均减排潜力 32.86%，把平均减排潜力分配到各

地级市，获得平均承担碳排放量。(2)交易指标。交易指标指可减排规模与平均承担碳排放量之间的差值。交易指标为正时，该

城市为碳排放交易的卖方是最优选择；交易指标为负时，代表该城市为碳排放交易的买方是最优选择。本文依据 5个碳减排指标

计算了浙江省 11个地级市碳减排潜力。 

从相对减排潜力视角来看，衢州市和嘉兴市的减排潜力最大，相对减排潜力均超过了 0.5，分别为 0.691和 0.598；湖州市、

台州市、宁波市、绍兴市、温州市的碳减排潜力为 0.242—0.466；金华市、杭州市、丽水市和舟山市相对碳减排潜力较小，除

金华市外，其他城市的减排潜力为 0，但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仍然具有改善碳排放效率的空间。减排重要性以宁波市为最大，重要

性为 0.488；其次是嘉兴市、台州市、衢州市，减排重要性分别为 0.156、0.111、0.094；其他城市对于浙江省整体的碳排放效

率影响较小。 

在总量控制碳减排基础上，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。2010—2019 年浙江省碳排放可减排平均规模为 12372 万 t，说明该省碳

排放见余量较大，具有很高的减排潜力。因此，应充分发挥碳排放交易市场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，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。

以杭州市为例，在当前技术水平下，碳可减排规模为零，内部减排困难较大，进入技术瓶颈期。为落实公平原则，分担责任为

1074.57万 t，可通过购买碳减排潜力大地区碳排放量。如嘉兴等城市，在当前技术水平下，利用杭州的碳产权交易获得的经济

利益，加强科技投入，实现碳减排目标，这样买卖双方实现双赢，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最高。 

4 浙江省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

城市碳排放效率与冗余量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。按照可减排规模、碳排放效率年均值（1124.73,0.65）作为临界点，浙

江省可减排规模—碳排放效率可以组合为 4 种类型（图 3）。(1)高规模—高效率。目前无此类型城市。(2)低规模—高效率。包

括杭州市、金华市、舟山市、绍兴市与温州市，该类城市具有碳排放效率高而碳减排潜力较小特征；低规模—低效率，代表城市

为丽水市与湖州市，该类型城市具有碳排放效率和减排潜力双低的特点。(3)高规模—低效率。包括台州市、嘉兴市、衢州市与

宁波市 4个城市，该类城市具有碳排放效率低而减排潜力大的特点，是碳排放改进的重点地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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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浙江省 11个地级市可减排规模—碳排放效率组合 

2010—2019年浙江省碳排放效率为因变量，影响因素为自变量，形成面板数据。建立回归模型，运用 Eviews10.0软件对浙

江省碳排放效率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单位根平稳性检验。一阶差分中影响因素的 LLC检验 P值均小于 0.05,ES、EDL、UD、IS、CL、

TL与 OP等因素属于平稳序列。模型的 Hausman检验估计，统计量为 27.627，伴随概率为 0.0003，小于 0.05，因此拒绝随机效

应模型原假设，建立固定效应模型。 

总体上，浙江省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、对外开放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，相关系数分别为 0.033、0.230，表

明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。对外开放程度即贸易依存度越高，碳排放效率越高，这是由于许多发达国

家在进出口贸易时都建立了“绿色壁垒”，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体现了外部约束对于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。要素禀赋、

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浙江省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，相关系数为-0.034、-0.463、-1.052 与-0.199。要

素禀赋提高代表第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，浙江省在机器换人的产业类型转变过程中降低了碳排放效率；化石能源等在能源

结构中比例越高，碳排放效率越低；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比重越高，碳排放效率越低，这主要是当前浙江省除杭州市外，整体处

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迈进阶段，第三产业比重难以撼动重化工业深化局面；技术进步对于碳排放效率降低，这是由于技术进步降

低了碳排放强度，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呈现下降趋势，这是碳减排到深水区存在的现象。 

对于低规模—高效率类型城市而言，经济发展水平、要素禀赋、产业结构、技术水平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相关性。经济发

展水平对该类型城市具有显著正面影响，系数为 0.086，提高该类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，有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高；要素禀赋、

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该类城市具有显著负面影响，系数分别为-0.037、-2.556和-0.408。对于低规模—低效率类型城市而言，

产业结构对该类城市具有显著负面影响，影响系数为-1.864，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没有降低碳排放效率。对于高规模—低效率

类型城市而言，对外开放程度与技术水平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影响。对外开放对于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正面影响，系数为 0.222，

外贸是碳排放正向驱动力；技术水平具有显著负面影响，系数为-0.067。对于高规模—低效率类型城市而言，继续扩大开放水平

是提高碳排放效率的重要路径。 

5 结论与讨论 

5.1结论 

本文运用 Undesired-super efficiency SBM模型与 Malmquist指数模型对 2010—2019年浙江省 11个地级市的碳排放效率

进行了测算，并在此基础上，运用固定效应分析了影响该省碳排放效率的因素，结论如下：(1)浙江省碳减排全要素效率受到边

际报酬递减规律制约。新阶段，碳减排应与提高碳排放效率有机统一起来，规模、技术紧密结合，以提高综合效率。从尺度分析

发现，杭州市实现碳排放强度、碳排放总量均实现了大幅度下降，而碳排放效率却在上升，说明具有实现碳减排且提高全要素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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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率的路径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集群、文化创意产业、旅游休闲产业、金融服务产业、健康产业、时尚产业、高端装备制造等产

业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。(2)浙江省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异大，区域固化效应明显。通过 Malmquist指数测算发现，技术效率达

到了前沿面，因此技术进步是影响浙江省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关键。碳排放效率不同等级地区之间流动性不高，呈现固化现象，各

地区 TFP 指数动态变化出现“强者愈强，弱者愈弱”的马太效应。杭州市领先发展，而其他城市碳排放效率呈现普遍下降的现

象，这是由于当前整个浙江省产业演进进入重化工业阶段，而杭州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形成的碳排放格局。(3)浙江省碳减排潜力

高，产业结构是制约碳排放效率的关键因素。整体上，浙江省碳排放冗余量较大，具有很高的减排潜力。衢州和嘉兴减排潜力最

大，应加大关注其碳排放效率与技术；宁波是减排最重要的城市，对浙江省碳排放总量具有显著影响。各个城市的碳排放纯技术

效率变化趋势同可减排规模、相对减排潜力呈相反的关系，纯技术效率高的地区可减排规模与相对减排潜力相对较低。从面板数

据回归结果发现，浙江省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、对外开放程度呈现显著性正相关关系，与要素禀赋、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、

技术水平具有显著性负相关关系。其中，产业结构的相关系数最大，是影响碳排放效率的关键因素。 

5.2讨论 

本文拟通过“碳排放冗余量+碳排放效率”组合分类指导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。当前碳排放“公平”视角的研究主要是

区域排放量差异的绝对公平
[17]
。“公平”兼顾“效率”采用“碳排放量+碳排放效率”

[36]
来追求相对公平，而运用“碳排放冗余

量+碳排放效率”侧重于碳减排，兼顾经济总量，对经济体量较大地区更为公平，建立碳交易体系，实现全社会的帕累托改进。 

完善多层次的碳排放交易体系：浙江省碳排放交易体系—长三角碳排放交易体系—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进行层级制管理，

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减排任务与长期发展目标并重。低规模—高效率、低规模—低效率、高规模—低效率 3种类型的地区应利用各

自优势实现减排，达到高质量发展。(1)“高规模—低效率”地区是浙江省实现碳减排，提高碳排放效率的重点地区。该类地区

碳排放效率主要受到对外开放程度和技术水平制约，因此进一步提高地区开放水平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，鼓励出口高附加价值、

低能源强度的产品与服务；大力发展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现代装备制造业等新兴工业，加快循环经济建设，推动港口大工业的

ISO14000 认证等措施来提高碳排放效率；积极引导与鼓励企业发展低碳、绿色、循环、生态产业，大力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

的技术，对高能耗的企业进行规制，实现碳减排和碳排放效率的双改善。(2)“低规模—低效率”地区碳排放效率更多受到产业

结构制约，重工业比例高，因此应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，充分发挥技术进步作用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从而提升碳排放效率水

平，缩小城市之间碳排放效率差距。(3)“低规模—高效率”类型地区处于碳减排较为领先的地位，可以尝试转变以化石能源为

主导的能源体系，探索以风能、太阳能、水能、氢能等清洁能源为主体的非碳能源结构，更加注重当地产业集聚对于周边地区、

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，引领全省发展，带来更大范围的产业变革。 

在碳排放量的分配上，首先考虑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各地级市碳排放配额，并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推动“效率”优

先的配额体系，特别是“高规模—低效率”的地区应当打破碳排放配额交易的障碍，建立相应的碳排放交易所和地方政府配额

交易制度，推动碳排放权在各区域间进行充分的流动，与企业间的碳排放交易所进行协同，对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实现积极作

用。SBM—DEA 实现了决策单元的碳排放效率测算，可进行尺度空间的横向比较，而 Malmquist 指数实现了碳排放效率各地级市

的纵向比较，对碳排放效率的刻画更加具体。运用碳减排—碳排放效率组合分析，初步建立了一个帕累托优化的碳减排产权交易

框架，如果能够建立多情景下的“碳减排—碳排放效率”交易框架，实践意义可能更大，这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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